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兽疫防治与畜种改良：南京国民政府时期
甘南藏区牧业建设研究

王志通

（兰州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甘肃 兰州 730020）

【摘 要】位处汉藏边界地带的甘南藏区拥有的丰富畜牧资源，是南京国民政府加强边疆牧业建设的重要着眼点之

一。在西北开发浪潮中，不少官员和专家先后前往甘南藏区考察牧业状况，发现此处牲畜疫病多、受灾重。对此，南京国

民政府从兽疫防治和畜种改良两方面入手，设立防疫机构、组织兽疫防治队伍和开展巡回医疗，设立种畜场、培育良种、

研究先进的饲养和管理方法等。南京国民政府在甘南藏区推进牧业建设取得了一些成绩，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兽疫的

加剧，培育了一些良种，但面临着经费、人事及其与地方社会关系之种种困境。甘南藏区的牧业建设，在很大程度上成为

当时南京国民政府在边疆地区施行边政所遇困境的一个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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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vent Epidemics and Improve Livestock: A Discussion of
Animal Husbandry Construction in Gannan Tibetan Area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Nanjing National Government

WANG Zhi-tong

（The College of History and Culture, Lanzhou University, Lanzhou 730020）

Abstract: The Gannan tibetan area, located in the Sino-Tibetan border, was rich in animal husbandry

resources. It was one of the important focuses of the Nanjing National Government to strengthen animal hus-

bandry construction in the whole frontier regions. In the trend of Northwest Development, many officials and

experts went to Gannan tibetan area to investigate the situation of animal husbandry. They found that there

were many epidemics in livestock and the disaster was serious. Therefore, the Nanjing National Government

carried out the work from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animal diseases and the improvement of livestock

breeds. It set up epidemic prevention institutions, organized medical team, carried out itinerate medical treat-

ment, built a breeding stock farm, cultivated better varieties and researched on advanced feeding and man-

agement methods. The Nanjing National Government had made some achievements in promoting animal

husbandry construction in Gannan tibetan area, curbed the aggravation of the epidemic and bred some good

varieties. However, it was faced with various difficulties of funds, personnel and the relationship with local

society. The animal husbandry construction in Gannan tibetan area, to a large extent, became the epitome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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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 kinds of difficulties encountered by the Nanjing National Government in the whole frontier regions.

Key words: Gannan tibetan area；frontier construction；Northwest Development；prevent epidemics；

improve livestock

甘南藏区①位于汉藏边界地带，地处偏僻的内陆边疆，但从未被人漠视。近代以来，中西文化交流的

波澜在此演绎，传统与现代的不同元素在此交错，社会变革浪潮亦对此有所波及，然而它被记住更多是

因其蕴藏有丰富的资源。该地拥有富厚充足的畜牧资源和前景广阔的牧业经济，属于国民政府加强边

疆建设的重要着眼之处。前往考察的官员、学者和记者等无不呼吁加大对该地畜牧业建设的力度，罗家

伦更是认为西北畜牧业建设首在防疫，其次为改良畜种②。防治病疫和改良品种是牧业建设中两大技术

性关键问题，防治病疫可降低死亡率，改良品种既可提高牲畜免疫力，又可增加畜产品产出。但是，病疫

防治与畜种改良都需现代技术的支持，改良品种更需从外国或外地引入优良品种，这均非当地牧民所能

自为，县（局）政府亦难做到，实须中央政府予以支持和推进③。目前学术界对民国时期甘南藏区牧业发展

的研究存在以下几种倾向：第一，将甘南藏区牧业建设作为开发西北和边疆建设的众多内容之一，忽视了

牧业建设的独特性；第二，将甘南藏区牧业建设纳入皮毛经济范畴中，简化了发展牧业的丰富内容；第

三，将发展牧业的兽疫防治纳入西北医药卫生建设去看待地方社会的近代化进程④。有鉴于此，本文将

围绕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甘南藏区牧业建设本身，梳理国民政府在甘南藏区这一边疆民族地区实施病疫

调查、防治和畜种改良的历史过程，考察牧业建设带来的新旧变化以及边疆牧业建设面临的诸多困境。

一、调查：牲畜疫病多、受灾重

民国时期，在开发西北的浪潮中，不少有识之士前往西北考察，注意到当地的牧业状况，认为需从兽

疫防治和畜种改良入手，加以改善。1934年春，全国经济委员会常委宋子文与国联医学卫生专家司坦

巴博士先后赴西北考察，与甘肃省主席朱绍良洽商畜产改良和兽疫防治事务⑤。同年2月，卫生署为整

顿西北卫生事业，选派专员姚寻源及甘肃学院医科教授王景槐等组织西北五省卫生事业调查团，着重调

查兽疫及防治问题⑥。随着国民政府的重视，陆续有专家深入甘南藏区调查，为当地牧业建设做准备。

甘南藏区是西北有名的牧区，牲畜有黄牛、牦牛、犏牛、山羊、绵羊、藏羊、马、狗和猪等类，其中藏羊

毛特长而蜷曲，体大健走，是牧民最喜欢饲养的畜类⑦。蒙藏民族习惯游牧，但“不善经营，兽疫流行，每

①甘南藏区是位于甘肃省西南部的一个藏文化区，民国时期的甘南藏区主要包括夏河县（或称拉卜楞地区）、临潭县

和卓尼设治局，与今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行政区域基本相当。

②罗家伦：《国防经济建设总论》，《西北建设考察团报告》，“国史馆”编印，1968年，第51页。

③王志文：《甘肃省西南部边区考察记》，甘肃省银行经济研究室，1942年，第70-71页。

④毛光远：《民国时期边政的窘境：西北种畜场与夏河藏区社会》，《青海民族研究》2015年第2期；《20世纪40年代甘

宁青畜疫防治析评》，《中国农史》2009年第4期；《抗战时期甘南藏区医疗卫生建设研究》，《西藏大学学报（社会科

学版）》2009年第4期；《抗战时期甘南畜牧业开发刍议》，《西藏研究》2008年第3期；黄正林：《民国时期甘宁青畜

牧业的现代化问题》，《青海民族研究》2013年第4期；杨红伟：《抗战时期西北开发经济思想研究》，中国社会科学

出版社，2013年；曾达：《农林部西北兽疫防治处述论（1941—1949）》，兰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等。

⑤张继先：《发展边疆卫生事业与畜产事业声中之兽疫防治问题》，《新青海》1936年第4卷第5期；《考察西北经过》，

《中央周刊》第317期，1934年7月2日。

⑥《卫署着手整理西北卫生事业，派专员组织调查团》，《申报》1934年2月19日第3版；姚寻源：《中央协助西北各省

办理卫生医疗及兽疫防治之经过》，《卫生月刊》1935年第5卷第4期。

⑦顾少白：《甘肃西南边区的畜牧》，《西北经济》1942年第1卷第7-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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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死亡率有在百分之五十以上者”①。尤其在每年四五月间，海拔较高的甘南藏区天气转换，晴雪无常，

枯草已经腐败，而嫩草尚未萌生，牲畜多在此时发病。

1935年5月，位于夏河甘坪寺的西北畜牧改良场长粟显倬赴兰州出差，与西北防疫处人员谈及甘坪

寺一带病疫流行，牛羊死亡枕藉，邀约前往考察。西北防疫处虑及西北畜牧改良场为预定合作机关，且

甘坪寺一带是该处预定防治兽疫实验区，自应派员实地考察。5月30日，该处派员策马前往，分别对甘

家滩、晒金滩等地调查兽疫情况，查得此次受灾最严重的为羊，其次为狗。羊疫情况如下表。

表1 夏河各地羊疫调查统计表

地名

泽亲庄（夏河县东二十里）

晒金滩（夏河县北十五里）

甘加滩（夏河县西北四十里）

瓜什济（距甘坪三十里）

总计

羊只概数

2000余

40000余

20000余

40000余

10.2万余

死亡概数

300余

4000余

3000余

5000余

12500余

平均死亡率

15%

10%

15%

12.5%

13.1%

资料来源：《甘坪寺一带兽疫之调查》，《新青海》1936年第4卷第1-2期。

因交通闭塞，调查人员耗费多日到达之时，疫病流行的高峰已过，他们搜集了病畜、死畜和遗骨，分

别施以观察、剖检和化验，查得上述地区羊群大面积死亡乃钩虫、绦虫和姜片虫等寄生虫所致，加之天气

急变，牧草匮乏，羊群身体衰弱，免疫力降低，无法抵抗风起云涌般疫病②。
此次羊疫对夏河的影响甚大，以致次年再去夏河考察的马鹤天对此颇为关注，他在考察日记中详细

记录了病疫流行情形和死亡概况。3至6月间，夏河县属四大牧区均发生了羊疫，疫病症状为“额下或颈

下浮肿，下痢”，在2~8周内死亡，死后剖检，胸腹水增量，为寄生虫所致。其中“桑科滩原有羊67400头，

死亡 2400头，现存 65000头，发病率 5%，死亡率 62.8%。科才滩原有羊 52200头，死亡 7200头，现存

45000头，发病率20%，死亡率63.1%。兹韦原有羊13400头，死亡1400头，现存12000头，发病率15%，死

亡率69.6%。洼地原有羊21100头，死亡2100头，现存19000头，发病率13%，死亡率76.5%。合计原有

羊154100头，死亡13100头，现存141000头，发病率平均13.2%，死亡率平均68.0%。”③综合马鹤天的记

载与西北防疫处的调查看，预计有2万多只羊在此次疫病中死亡，损失不可谓不大。

1935年8—9月间，整个甘南藏区的牛群爆发了急性传染病，拉卜楞寺以南各牧场当属最为迅猛和

严重。有的疫病症状为恶寒战栗、食欲不振、多泪流涎、口腔粘膜有烂斑，下痢且混有血液。患病之牛多

在4~10日间倒毙，亦有发病三日不下痢而死者，存活者甚少。西北防疫处派员于8月14日前往调查，他

们在拉卜楞地区发现传染性肋膜肺炎正在流行，十余头已被传染的病牛“症候显著，大抵皆体温上升，约

三十九度，以上脉搏频数，食欲不振，泌乳减少，时发咳嗽，且呼吸困难，而有鼻漏，亦有胸部及鼻部发生

浮肿者”④。因正值红军长征过境甘南，地方战事吃紧⑤，调查人员未便久留，仅从当地民众口中得知患

病症状。牧民言道，病牛肺脏已经病变，“肺与胸膛之病变有时或可治愈，本病肺部之病变，若由肺部尖

端向气管部蔓延者，则无治疗之希望，反之，若由气管向肺胞处蔓延者，则可痊愈云云”⑥。在距离拉卜

楞寺一百五十里的几母仓，“死牛一万余头，患畜传染甚速，六七日即死”。藏民对此毫无医治之方，预防

①郑庚：《发展畜牧事业声中之防治兽疫问题》，《中国实业》1935年第1卷第12期。

②《甘坪寺一带兽疫之调查》，《新青海》1936年第4卷第1-2期。

③马鹤天，胡大浚点校：《甘青藏边区考察记》，甘肃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77页。

④《青海都兰县及拉慕寺一带之兽疫调查》，《新青海》1936年第4卷第1-2期。

⑤参见王志通：《国民党军围堵长征红军与西北地方势力的应对——以鲁大昌、杨积庆为例》，《青海民族研究》2020

年第2期。

⑥《青海都兰县及拉慕寺一带之兽疫调查》，《新青海》1936年第4卷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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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法收效不显，免疫率仅20%①。此次疫病对甘南藏区的畜牧业造成了巨大损失，据统计，仅“夏河县城

牛畜原数 850 头，传染率 33.6%，死亡率 98%，死亡概数 280 头。桑科滩，牛畜原数 5500 头，传染率

22.3%，死亡率80%，死亡概数1100头。科材滩，牛畜原数2500头，传染率19%，死亡率97%，死亡概数

460头。共计牛畜统数8850头，传染率平均25%，死亡率平均95%，死亡概数1840头。”②

另外，调查人员在卓尼录巴寺发现牲畜正流行炭疽病，因病死亡1000余头，患畜发病一二日即死。

夏河的羊因炭疽病死亡1800余只，因误食病羊肉而患病的牧民有10人，其中7人死亡，3人幸免。调查

人员对患炭疽病的牲畜进行剖检，死尸流出黄色液体或黑血，脾脏肿大，腹腔内有大量黑色液体。途经

卓尼车巴沟时，他们看见有数百头牛患有口蹄疫，大多病牛的口黏膜已经糜烂，多处溃疡，食欲不振，它

们的蹄部亦已溃烂化脓。经询问得知，口蹄疫在当地已流传10余日，因病死亡的牛达40余头③。
1941年，夏河县兽疫工作站人员前往距离拉卜楞寺二百五十余里的西仓部落调查兽疫，“适逢该地

区口蹄疫流行，据本地居民报称，是疫五月份发起，六月最烈，至今疫势已趋减，死亡率百分之十五，发病

率百分之九十，全疫经过八十日”。他们在夏河县科才部落查得口蹄疫亦在六月最烈，“现在疫势仍在流

行，该地某户畜牛五十三头，现已有三十二头染疫，倒毙十一头。正月间此地发生羊痘，二三月间疫势最

烈，染疫者占全羊数百分之九十以上，死亡率百分之二十，且小羊较壮羊死亡率尤大。”④

此前，边疆游牧民族甚少受到关注，其牧业状况鲜有了解，牲畜因疫病蒙受损失无人知晓。只有经

过详细调查方才知晓兽疫种类、病症状态、传播媒介和危害程度等，然后才能进行有针对地实施兽疫防

治计划。随着调查的细致与深入，越来越多的官员、专家和学者深入牧区，对边疆地区的兽疫状况有所

掌握。甘南藏区家畜流行病疫种类繁多，直到1937年，政府尚未对流行疫病的种类调查完全⑤。从各种

兽疫诊断报告中得知牛、羊、马等牲畜的传染病各有差异，下文将分门别类加以概述。

（1）牛瘟俗称烂肠病，乃一种极细病菌，病原物经过三四天至七八天的潜伏期，才显现病状。具体症

状为“眼漏，下痢衰弱，耳冷而垂，口腔烂斑，经过七至十二日不等”，多因病而死，其中牦牛死亡率最高达

80%~90%⑥。“因为毛（牦）牛常居深山，很少接触病毒机会，毫无抵抗能力，一经感染，便大批死亡”⑦。所

以，藏民最怕牛瘟。

（2）牛传染性胸膜肺炎，乃为球状菌所致，此菌经呼吸道传入，可在肺内生存两三个月。“病初咳嗽带

湿声，鼻孔有粘液流出，即诊所得肺部多浊音，听诊所得呼吸中带水声，流产，泌乳停止，胸腔内有黄液

体。解剖其肺部肝化，充满石灰质，肺之肝化部与胸膜粘着，有时溃烂，传染性极重。”⑧病畜死亡率为

30%~50%⑨。
（3）炭疽病，该病病源为炭疽杆菌，人畜皆有被感染的危险。该菌从伤口传入，“十二至二十四小时

以内，则在传染之点，发生恶性脓包，继则附近部分皆是水肿现象，至均传全身，共五六日内即致人死

命”，死亡率高达80%。该菌如从呼吸道传入，则发生剧烈不规则的肺炎；如从消化道侵入，则发生急性

肠炎和便血，然后全身虚脱而死⑩。藏民在病发初期，用套管针从羊肋下斜刺入腹腔而穿刺脾脏，若有

①《青海都兰县及拉慕寺一带之兽疫调查》，《新青海》1936年第4卷第1-2期。

②马鹤天，胡大浚点校：《甘青藏边区考察记》，第76-77页。

③《青海都兰县及拉慕寺一带之兽疫调查》，《新青海》1936年第4卷第1-2期。

④以上皆引自《本处夏河等县防治所关于送诊病人、畜牧报告表呈》（1941年8月），甘肃省档案馆藏，档案号：30-1-

268。

⑤华艸：《从发展畜牧谈到防治兽疫》，《农村建设》1937年第1卷第10-11期。

⑥张逢旭：《青海省兽疫之调查》，《兽疫畜牧学杂志》1937年第5期。

⑦刘鸿勋：《甘肃省畜牧和牲畜概况》，《畜牧兽疫季刊》1935年第1卷第3期。

⑧高德培：《从畜牧推广问题谈到兽疫防治之重要》，《鸡与蛋杂志》1937年第2卷第2期。

⑨张逢旭：《西北兽疫调查工作之一部》，《兽疫畜牧学杂志》1936年第2期。

⑩张继先：《发展边疆卫生事业与畜产事业声中之兽疫防治问题》，《新青海》1936年第4卷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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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色液体流出，则病畜有痊愈之可能①。
（4）鼻疽病，病源为锤形杆状菌，奇蹄兽类最易感染。病症为急性发热，皮肤、呼吸道、肌肉等出现蜂窝

织炎、坏死、脓肿和肉芽肿。分急性和慢性两种，由病畜的排泄物、鼻涕、脓水等传播，死亡率高达90%②。
（5）口蹄疫，它是由口蹄疫病毒引发的一种急性、高度接触性传染病，偶蹄动物易感染，病状为口腔

黏膜、蹄部和乳房皮肤发生水泡。该病可经水泡液、粪便、乳汁、尿液和涎水等媒介从消化道和呼吸道传

播，传播速度甚快，死亡率为10%~20%。

（6）羊痘，它是各种家畜“痘”病中最烈者，生长于头部、四肢内侧、眼睛和口腔周围，极具传染性，消

除甚为困难。多由呼吸道或消化道而入，羊羔被传染的几率最大。每值春暖夏初之交，羊痘爆发，成群

传染死亡颇多，其中壮羊死亡率40%、幼羊死亡率80%③。
（7）肝胵虫病，由肝胵虫寄生肝内致病，藏民称此虫为肉蛾，该病在夏河比较多见，藏民对此无任何

医治方法。

（8）疥癣，它是疥虫侵袭毛发浓密处，导致瘙痒、红疹、皮肤溃破感染等症状，牛羊患病甚多。该病虽

不致死亡，但对皮毛损伤较大。

（9）寄生虫病，该病由钩虫、绦虫和旋毛虫寄生牲畜体内造成，“人食蒸调不适当之病畜之肉时，则受

传染”。西北防疫处查得甘南藏区的羊群受寄生虫病之危害甚多④。
（10）颚凹淋巴腺肿胀，这是调查人员在郎木寺一带的牛群中发现的，患处初为硬固，继则转软，病牛

体温升高，呼吸困难。此病传染速度较慢，死亡率约5%。病初时，牧民用针刺穿肿胀处，将黄色液体放

出，即可痊愈。

从上可知，甘南藏区的兽疫种类多，它们与畜种、年龄、地域等有关，传播途径多是呼吸道和消化道，

死亡率与疫病种类及其发展阶段有关。加之，边疆民族虽生养于牛羊畜群之中，但十分缺乏现代兽疫防

治知识，“罔知隔离、消毒、毁尸、乳肉食品检查及一切卫生之道，倘畜群一旦罹疫，则人民直接间随时有

受其传染之危险”⑤。所以，病疫对畜群危害甚大，造成了巨大经济损失，亦有不少疫病可传染至人体，

危及民众健康。与此同时，调查人员发现民众虽能掌握一些粗陋的配种技术，但沿袭日久的品种已属不

佳，免疫力较弱，急需引进新品种予以改良。可见，甘南藏区兽疫多、受灾重，亟待实行有效的兽疫防治，

以减少经济损失、提高经济收益和降低疫病对牧民生命健康的危害，并施以畜种改良，这才是民国时期

甘南藏区牧业建设的重要内容和当务之急。

二、多管齐下防治病疫

畜牧业本为边疆社会经济的重要支柱，兽疫防治则是牧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兽疫如果得不到

有效控制，就会“直接侵害家畜之繁荣，农村经济之损失，及农村事业之发展”⑥，进而影响整个国家的经

济发展。随着丝茶出口贸易衰落，皮毛等畜产品在出口贸易中的份额不断增长，成为对外贸易的大宗之

一⑦。20世纪30年代，兽疫在牧区广泛流行，输入我国皮毛的英、美等国以病害危险为由，对我国畜产实

①《青海都兰县及拉慕寺一带之兽疫调查》，《新青海》1936年第4卷第1-2期。

②张逢旭：《西北兽疫调查工作之一部》，《兽疫畜牧学杂志》1936年第2期。

③刘行骥：《西北畜牧即兽疫防治之展望》，《畜牧兽疫月刊》（成都）1940年第1卷第1期；张逢旭：《西北兽疫调查工

作之一部》，《兽疫畜牧学杂志》1936年第2期。

④张继先：《发展边疆卫生事业与畜产事业声中之兽疫防治问题》，《新青海》1936年第4卷第5期。

⑤同上。

⑥高德培：《从畜牧推广问题谈到兽疫防治之重要》，《鸡与蛋杂志》1937年第2卷第2期。

⑦参见郑友揆：《中国的对外贸易与工业发展（1840—1949年）——史实的综合分析》，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4

年，第23、43-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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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种种限制，以致西欧畜牧学教科书中赫然记载“中国所出口之皮毛，多含有炭疽病菌之胞子”，是故，兽

疫流行还关系对外贸易之信誉和国家经济之贫富①。兽疫防治工作刻不容缓，国民政府积极筹措实施。

作为当时全国重要的畜牧基地，甘南藏区的牧业建设在边疆地区中比较突出，国民政府在此设立防疫机

构、组织兽疫防治队伍和开展巡回医疗等。

1934年3月，国民政府内政部卫生署呈准行政院在兰州设立西北防疫处，负责兽疫诊断、训练兽医

人员、制造医治兽疫所需血清和预防兽疫之菌苗等②。中央防疫处处长陈宗贤兼代处长，陈文贵代理技

正，马光礼、张逢旭、刘鸿勋和孟培元为技佐。其后，实业部认为兽疫防治为刻不容缓之事，已有机构不

敷使用，通令各省从速筹设③。中央防疫处在兰州加设制造所，全国经济委员会在甘肃省设立卫生实验

处。西北防疫处与中央防疫处兰州制造所、甘肃省卫生实验处三家单位相互合作，其中西北防疫处实地

调查兽疫情况，兰州制造所负责制造血清疫苗，卫生实验处负责防治兽疫的推广事宜④。不久后，西北

防疫处派员前往夏河县调查，与位于甘坪寺的西北畜牧改良场洽商合作事宜：西北畜牧改良场总、分场

皆为西北防疫处防治兽疫的中心地点，西北防疫处负责照料西北畜牧改良场的兽医事项，以最低价格向

改良场提供血清疫苗⑤。西北防疫处联合甘肃省卫生实验处与西北畜牧改良场创办了西北畜牧兽医推

广人员养成所，延揽人才，教授以基本的畜牧兽疫防治知识和方法⑥。众多机构的建立及其展开的合作

事宜，既是兽疫防治的重要内容，也为深入甘南藏区开展实际工作奠定了重要基础。

为深入牧区开展工作，西北防疫处增设派出机构，于1937年在拉卜楞设立夏河防治所，1938年在新

城设立临潭防治所，它们成为甘南藏区最早的专业性畜牧兽疫机构⑦。1940年，成立于岷县的西北羊毛

改进所下设兽医组，针对包括甘南藏区在内的洮岷地区施行兽疫防治⑧。这些机构组织兽医人员深入各

部落进行巡回治疗，加强病疫知识的宣传和研究防疫方法。1940年，拉卜楞寺联合夏河县各单位组织

人员深入河曲草地迎接自拉萨返锡的第五世嘉木样活佛，西北防疫处派两名医生随行，借机在沿途各部

落进行病疫防治⑨。6月17日，两名医生在科才奇顿滩为一些牛羊注射了防疫针⑩。
1941年4月，西北防疫处与受日军侵华影响从归绥（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迁至兰州的蒙绥防疫处

合并，组建了西北兽疫防治处，专门研制兽用防疫生物药品、疫苗、血清，并积极防治各种流行兽疫􀃊􀁉􀁓。
随着机构的合并重组，西北防疫处夏河防治所更名为西北兽疫防治处夏河防治所，杜世杰为主任，下设

2名技术佐理员和1名书记员。该防治所在1941、1942两年间就诊治患者7336人，医疗牲畜3698头

①张继先：《发展边疆卫生事业与畜产事业声中之兽疫防治问题》，《新青海》1936年第4卷第5期。

②《西北防治兽疫工作暂定工作计划三项》，《卫生半月刊》1935 年第2卷第1期。

③《实业部通令筹划兽疫防治》，《畜牧兽疫季刊》1936年第2卷第4期。

④陈宗贤、杨守绅：《西北防疫处之沿革设施及兽疫防治工作》，《中国实业》1935年第1卷第12期；《畜牧兽疫新闻》，

《畜牧兽疫季刊》1935年第1卷第3期；《西北兽疫防治处组织条例（1945年1月18日公布）》，《国民政府公报》1945

年渝字第746号，第4页。

⑤陈宗贤、杨守绅：《西北防疫处之沿革设施及兽疫防治工作》，《中国实业》1935年第1卷第12期。

⑥张继先：《发展边疆卫生事业与畜产事业声中之兽疫防治问题》，《新青海》1936年第4卷第5期。

⑦梁圣译：《中国兽医生物制品发展简史》，中国农业出版社，2001年，第13页；临潭县志编纂委员会：《临潭县志》，甘

肃民族出版社，1997年，第21页。

⑧参见毛光远：《论20世纪40年代西北羊毛改进处》，《中国农史》2008年第3期。

⑨江树春：《夏河县县长巡视报告书》（1949年8月9日），甘肃省档案馆藏，档案号：4-8-486。

⑩于式玉：《到黄河曲迎接嘉木样活佛日记》，《李安宅、于式玉藏学文论选》，中国藏学出版社，2002年，第421-422页。

􀃊􀁉􀁓《本处、农林部蒙绥防疫处关于西北防疫处、蒙绥防疫处两处划归农林部接办的印信、案卷、经费移交清册及委派

处长等的训令、公函》，甘肃省档案馆藏，档案号：30-1-204；毛光远：《20世纪40年代甘宁青畜疫防治析评》，《中国

农史》2009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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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①。他们下乡进行防疫治疗时，还找牧民进行个别谈话和巡回演讲，普及兽疫知识和提高民众防疫

意识，其中谈话达340余次，演讲5次，听众300多人②。1941年9月，卓尼爆发痢疫，传染甚速，而当地并

无相应医疗防疫机构，诊疗乏术。甘肃省卫生处联合西北防疫处选派医生万福田，携带大批牛痘苗、伤

寒霍乱苗、白喉类毒素及一般治疗药品前往，以纾民困③。该员抵达卓尼后，在禅定寺代理僧纲宋堪布

等陪同下奔赴各旗巡回治疗，接种预防疫苗等④。1942年5月，夏河盛行牛瘟，黄正清和县长李永瑞请得

兽疫防治处派员前往医治⑤。1945年，拉卜楞直属区党部书记绳景信前往岷夏公路沿线视察，带领医疗

队深入各部落施诊，医生在医治藏民患者之余，还对患病牲畜进行治疗⑥。不过，这些治疗多是疫病爆

发后的补救举措，即使地方组织的巡回医疗也多属偶然举措。

各防疫机构定驻在市镇，工作范围多限于市镇周围，不能深入广大牧区进行普遍治疗。逐水草而居

的牧民不便于牵牛赶羊前往医院就治，划拨专款成立巡回医疗组织实施流动医治，既符合现实需要，又

能提高医疗效果，获得牧民好感。是故，甘南藏区政教精英人物阿莽仓活佛、杨生华和李识音等人联名

向甘肃省参议会提议，请在拉卜楞医院下设巡回医疗队，以满足牧区防疫事业的需要⑦。组织固定的医

疗队伍，既受经费限制，又需要解决人才缺乏的难题。国立拉卜楞初级实用职业学校设有畜牧班，教以

兽疫防治相关知识，可最终毕业且在当地服务者寥寥无几⑧。1946年，甘肃省建设厅分令各县推广人

员，要求他们限期前往省会兰州参加省府与青年干部学校西北分校合办的兽疫防治人员训练班，“着重

各种防疫血清疫苗之家畜注射技术，俾训练期满后，将以分往各县，从事实地家畜防疫工作”⑨。可这种

培训缺乏延续性，受训者屈指可数，对各县局防疫工作而言无异于杯水车薪。西北兽疫防治处下设4支

巡回防治大队，其中第二防治大队于1947年开始在夏河牧区展开调查，计划在夏河、临潭、卓尼等地实

施巡回防疫，预计为五千头牛注射牛瘟疫苗75000cc⑩。
兽疫防治不仅需要投入大量的人才和医药，还需要普通民众的积极配合。首先，要提高民众的防疫

意识。“一有疾病发生，不管是传染病与否，最好能够立刻报告县政府或县立农场，那么县政府或县立农

场立刻可以派员视察，如果确定为传染病，即可指导怎样实施防疫工作的进行”，以免病疫扩散􀃊􀁉􀁓。其

次，在交通便利、环境适宜的地方设立模范牧场，通过模范牧场的运营去影响和指导普通民众进行科学

管理和预防病疫。此外，牧场可附设牲畜诊疗所，并设立大规模血清制造厂，以备医疗和防疫之用􀃊􀁉􀁔。
然后，派员深入牧区，帮助牧民注意牲畜卫生，施以科学管理方法，以血清血毒及菌苗之注射预防和治

①俞湘文：《西北游牧藏区之社会调查》，商务印书馆，1947年，第140页。

②《本处夏河等防治所关于报送诊疗病人、畜牧工作报告表呈》（1941年8月），甘肃省档案馆藏，档案号：30-1-268。

③《为准西北防疫处函转中国国民党甘肃省执行委员会函以卓尼痢疫盛行专派员携药前往防治一案函请查照办理

见复由》（1941年9月22日），甘肃省档案馆藏，档案号：28-2-169。

④《为报告已遵令派公共卫生护士万福田往卓尼防疫由》（1941年10月10日），甘肃省档案馆藏，档案号：28-2-169。

⑤《为防区发现牛瘟祈着兽疫人员来拉防治由》（1942年6月4日），甘肃省档案馆藏，档案号：28-2-169。

⑥绳景信：《赴岷夏公路沿线工地及附近各部落施诊记》，《公医》1945年第1卷第2期。

⑦《请建议卫生处筹拨专款发交拉卜楞医院办理巡回医疗工作案》（1946年5月21日），甘肃省档案馆藏，档案号：

14-2-387。

⑧方贶予：《拉卜楞中央职校概况》，《甘肃民国日报》1941年1月30日，第4版；《国立拉卜楞初级实用职业学校卫生、

畜牧两班本学期毕业学生志愿表》（1942年3月9日），甘肃省档案馆藏，档案号：28-2-188。

⑨《甘省训练兽疫防治人材》，《农业推广通讯》1946年第8卷第10期。

⑩《西北兽疫防治处制造室宁夏兽医工作站月报及西北羊毛改进处工作简报》（1947年3月27日），甘肃省档案馆

藏，档案号：30-2-5。

􀃊􀁉􀁓华艸：《从发展畜牧谈到防治兽疫》，《农村建设》1937年第1卷第10-11期。

􀃊􀁉􀁔栩舟：《改良畜牧与开发西北》，《社会周报（北平）》1934年第2卷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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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对已毙者施行尸体毁灭①。最后，指导牧民自行组织防疫机构，成立兽疫防治委员会，“对家畜及疫

病之调查统计，发病报告，通禁病畜赴集市买卖，实施消毒隔离及疫畜死尸之处理”②。由此，可在政府

和专业机构的指导下，在广大牧民的参与下建立一套有效的兽疫防治机制，即病疫尚未爆发前，民众应

注意预防，做到未雨绸缪。病疫一旦发生，民众应积极主动向相关部门报告，切忌秘而不宣。病疫一旦

流行开来，各家各户应通力合作，共同防治，如果发展到一发不可收拾的地步，牧民应在防疫人员的指导

下将区域内少数家畜忍痛屠杀，将病疫控制在有限范围之内，免于传染更广③。
政府设立防疫机构、组织防疫队伍和开展巡回治疗等，但民众的现代防疫意识依然淡薄，他们多以

相沿成习的地方性知识经营畜牧，有限的科学防疫工作在广阔的甘南藏区牧地只能零星地、流动地和有

限地发挥作用。对于当时整个兽疫防治工作而言，地方性防疫知识和技术仍广泛存在，且所占比重绝不

容忽视。本土兽医等利用放血、毒血接种、隔离和转移牧场之法与病疫做斗争，如拉卜楞的兽医每年春

季开始携带药物巡回牧地，用自己配制的药物喂养或用输血法④，能使百分之六十的病畜终身免疫。对

于牛热病，本土兽医“则以利刃刺其颈放血数升，即以其血和乳喂入病牛口中，以牛粪敷其伤口，顷刻即

愈”⑤。对于疥癣病，他们多用烟草水涂抹，颇有疗效；对于传染性肋膜肺炎，将甘草、冰糖与本地生红叶草

煎熬，将药汁灌入病畜口中，对初发之牛颇有疗效。这些令外人诧异的兽疫医治方法虽不能完全治愈，但

却有相当的挽救功效，由此，在缺少充足的现代防疫条件的广大牧区，本土兽医仍持久地发挥着作用。

综上可见，国民政府为在甘南藏区施行兽疫防治做出了种种努力，尽管开展的有限工作给甘南藏区

带去了现代兽疫防治技术和实践，但因人才、经费和战时环境等种种限制并未能达到预期效果。同时，

藏民旧有的防治方法仍在发挥作用，成为现代防疫工作有限的补充。由此，传统与现代、外来与本土的

防疫技术并行，兽疫防治出现了多管齐下、新旧杂陈的局面。

三、设甘坪寺种畜场，培育良种

有效防治兽疫可以减低牲畜死亡率，但要想从根本上提升牲畜质量，促进畜牧事业发展就需对

牲畜品种实施改良。只有培育优良品种，才能增强牲畜防疫和免疫能力，才能提高经济效益，与外国

畜产品争衡。

1934年，栩舟在论及发展畜牧业与开发西北的关系时，提出西北牲畜品种亟需改良，劣质品种广泛

流传，体质较弱，生产较低，即使改进管理方法也收效不佳。为了从根本上予以改善，他建议政府设立大

规模的种畜场，“聘育种专家，搜集本地及外国的各种名种，行杂交繁殖法及严格的选择，造成优良而适

于地方情形的理想新种，次行近亲繁殖法固定之，然后再以上法普及于民间”⑥。此建议富于远见。

拉卜楞畜牧业较为发达，位于甘青边界夏河县境内甘坪寺一带，水草丰美，为一面积辽阔的盆地，适

宜羊种培育，所产小尾藏羊，性赋灵活，毛质纤细，皮质秀丽，在附近颇有名气⑦。该地东南距夏河县40

里，西离青海省同仁县70里，北达兰州440里，为拉卜楞寺属甘加部落和仁爱部落的游牧之地。1934年

①高德培：《从畜牧推广问题谈到兽疫防治之重要》，《鸡与蛋杂志》1937年第2卷第2期。

②《农林部西北羊毛改进处牲畜调查工作、牧民组织与教育、品种改良及毛织业现在与将来、组织牧民改良牧草、防

治兽疫》，甘肃省档案馆藏，档案号：30-2-449。

③张继先：《发展边疆卫生事业与畜产事业声中之兽疫防治问题》，《新青海》1936年第4卷第5期。

④所谓输血法，就是“当牛疫流行时，取病牛血液，移到割破健牛皮肤，滴上毒血少许，则牛发病，经十日而愈，即可免

牛疫”。见张逢旭：《青海省兽疫之调查》，《兽疫畜牧学杂志》1937年第5期。

⑤《畜牧兽疫新闻》，《畜牧兽疫季刊》1935年第1卷第3期。

⑥栩舟：《改良畜牧与开发西北》，《社会周报（北平）》1934年第2卷第8期。

⑦张其昀编：《甘肃省夏河县志》（民国手抄本影印），台湾成文出版有限公司，1970年，第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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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全国经济委员会农业处处长赵连芳前往视察，认为该地水草便利，颇适于发展畜牧，加之附近畜产

量丰富，所产绵羊品质尤佳，决定在此设立西北畜牧改良场，负责畜种繁殖、改良、推广和指导，家畜纯种

的饲养与保护，对家畜进行畜种比较、杂交育种试验，培育和栽植优质牧草，栽培饲料作物，开展饲料营

养试验，对畜牧产品进行调查研究，调查畜牧产品及其运销合作情况等①。该场直属全国经济委员会，被

定位为“特定经济建设”项目和牧业示范改良中心②。1934年9月26日，全国经济委员会第十次常委会

专门讨论办理西北畜牧业事宜，其中第一步则为“设立西北畜种改良场”③。随后正式建立，粟显倬为首

任场长，综理全场事务，同时在甘肃省永登县松山设立分场，阮荫棠为分场负责人。

1936年8月，西北畜牧改良场转隶实业部（战时改为经济部），更名为西北种畜场，因地处甘坪寺又

称“甘坪寺种畜场”④。转隶后的种畜场职能有所变化，为“家畜繁殖与改良、纯种饲养与保护、种畜比较

试验、畜产制造、饲料作物栽培、种畜品评、民间牝畜配种、种畜推广及指导、畜产调查、家畜卫生及医疗

等”⑤。种畜场的队伍也有所扩大，下设畜牧、兽医、畜产制造和总务四组，畜牧组配设技正2人、技佐10~

20人、练习生5人；兽医与畜产制造组分设技正1人、技佐5~10人、练习生5人；总务组设主任1人、事务

员5~10人、雇员5人⑥。队伍壮大后的西北种畜场陆续开展工作，在夏河八角城种植100余亩苜蓿，在永

登松山土沟滩种植500余亩苜蓿，在绥远萨拉齐种植5000余亩苜蓿，在兰州黄河北庙子滩建立牛乳实验

室等，筹设了洗毛厂和毛纺织厂⑦。
西北种畜场专家对当地牧民的育种方法进行调查，发现他们在选种时只注重那些躯体高大强健的

牲畜，从未注意和考虑羊毛的颜色、细度、密度、曲度、长度、光泽和含油质等条件。所以，在甘南藏区的

草原上，细毛羊与粗毛羊混在一起，粗细程度殊不一致⑧。对此，他们先选购本地优良种畜进行饲养。

至1937年4—6月，种羊交配126只，后产仔134只⑨。然后，他们计划引进外国优良种畜与本地良种进行

杂交，以图改良，即引进毛质细密的美利奴（Merino）羊与本地种羊杂交改良，使良种羊“毛质又细又长，

又匀净，又坚韧，可纺织高等的呢绒哔吱”⑩，每年可产毛30磅；将美国黑福特牛或短角牛实施良种推广；

将伊犁马与本土马杂交以作改良，并研究出适宜新品种牲畜的饲养方法􀃊􀁉􀁓。
可是，外国品种的确优良，但在引入时须进行严格检验，确保引入品种并无携带传染病，“且亦不会

与有病之牲畜接触过”，运输牲畜的车船经过检查和兽医的严格监督，只有获得健康证明的牲畜才能引

①《全国经济委员会农业处西北畜牧改良场暂行章程》（1934年9月26日），全国经济委员会：《全国经济委员会章则

汇编》第三集，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中心，2016年，第87页。

②《甘肃农业改进所补充夏河甘坪寺种畜场计划》，甘肃省档案馆藏，档案号：15-11-247。该畜种改良场正式成立

前，其筹备处设于兰州，粟显倬为筹备主任，牛鼐鄂和韩安为筹备委员，获全国经济委员会40万元的经费支持。

参见全国经济委员会：《西北建设实施计划及进行程序》，《中央周报》第316期，1934年6月25日。

③《建设事业展开：西北畜牧计划》，《社会半月刊》1934年第1卷第4期。

④《实业部为拟具本部西北种畜场暂行组织规程请鉴核备案由》，《实业部公报》1936年第294期。

⑤ 参见黄正林：《民国时期甘宁青畜牧业的现代化问题》，《青海民族研究》2013年第4期。

⑥《甘肃农业改进所补充夏河甘坪寺种畜场计划》，甘肃省档案馆藏，档案号：15-11-247。

⑦《西北种畜场最近工作》，《时事月报》1936年第15卷第5期；《西北种畜场最近工作状况》，《中国农民银行月刊》

1936年第1卷第9期；《实业部锐意精英西北种畜场，分述现况与今后计划》，《西北导报》1936年第2卷第4期；《西

北种畜场的扩充计划》，《农村副业》1936年第1卷第7期。

⑧张元彬：《拉卜楞之畜牧》，《新青海》1937年第5卷第1期。

⑨《经济部关于报接西北种畜场情形及接管整理应注意事项等的指令》（1938年9月10日），甘肃省档案馆藏，档案

号：27-2-131。

⑩华艸：《从发展畜牧谈到防治兽疫》，《农村建设》1937年第1卷第10-11期。

􀃊􀁉􀁓《赵连芳关于考察西北农业及畜牧业报告致秦汾函》（1934年8月21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档案

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财政经济（七），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6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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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否则引进种畜之时也使新型传染病侵入，危害国内畜牧事业的安全①。如我国牛羊并无传染性胸膜

肺炎和玛泰岛热症，它们均是由外国输入的乳牛和乳羊传进中国的。因此，西北畜牧改良场从美国选购

的黑福特牛、荷兰牛及美利奴羊等品种登岸，经牲畜入口检疫机关检查后，被送至安徽祁门牧场进行观

察饲养，确保种畜绝对健康优良和适应中国的气候后才运至种畜场②。经过一番周折和努力，西北种畜

场才制定种畜预算编制，即100只美利奴种羊、1000只本地土种羊、20头外国种牛、150头本地种牛、25

匹伊犁种马、100匹国内其他种马和10只藏獒等③。但是，受交通运输等种种限制，进口种畜一直暂寄他

处，甘坪寺种畜场的育种工作迟迟未能完全开展，“惟仅有空名，一切尚未实施也”④。

各项工作尚处千头万绪之际，种畜场与当地部落社会的关系日益紧张，加剧了培育良种工作的难

度。对于甘南藏区社会而言，这个直属中央部委的西北畜牧改良场或西北种畜场，都是“外来户”，它所

拥有的牧场和牲畜都会挤占当地社会的生存空间，以致当地藏民非但没有理解国家建立示范牧场的深

意，反因维护自身利益而处处掣肘。如藏民禁止种畜场牲畜接近他们的帐篷周围。后来，种畜场改由地

方经营管理，机构级别降低，工作人员减少，经费缩水，场务不振⑤。加之人事更迭频繁，管理不善，工作

人员的工作方式不当，导致种畜场牲畜死亡率甚高，更助长了藏民的轻鄙之意，双方误会颇多⑥。1940

年初，因种畜场牧工管理不善，畜群误入仁爱部落的冬季牧场，仁爱藏民极具报复性地将自己的牲畜赶

至种畜场附近，将场周围五里以内的牧草早早食尽，以致场内种畜只能吮食断草剩根，许多牲畜相继倒

毙⑦。其后经夏河县长丁明德召集各僧官、头目等详加劝说，该场分得一块临时牧地，种畜才免于死亡

殆尽⑧。6月，种畜场人员与仁爱族部落再起冲突，将2位藏民打死，藏民围攻场部，拉卜楞保安司令黄正

清派员前往调处，场方依照部落习惯法赔偿2个命价后方才平息冲突⑨。

前三任场长粟显倬、朱桦和甄晓主持场务不善，弊病丛生，与地方冲突不断⑩。直到1940年8月，

佟树蕃就任场长，才努力改善与地方社会的关系，对过去轻视和欺驱藏民的做法力加改善，以取得当

地民众的信任和支持；在拉卜楞保安司令部的协助下，与当地部落约定合作放牧办法，向当地招募一

般事务人员、牧工和杂务人员，便于同当地牧民打交道；努力奋勉，以实际行动和具体成效去感化藏

民，以改变他们轻侮外来者的传统心理。他领导全场人员积极工作，“先注意减少牲畜死亡率，增加生

产数量”，努力消除彼此间的误会和矛盾。他高价收购优良种畜，引入场内配得良马21匹，通过科学方

法对疫病施行预防和治疗。同时，该场与西北防疫处合作，派人前往甘坪寺一带防治兽疫，减少了疫

①吴信法：《兽疫之预防及扑灭》，《农报》1935年第2卷第9期。

②参见《西北畜牧事业之进行》，《中国国民党指导下之政治成绩统计》1936年第1期。

③详见《西北畜牧改良场甘肃分场（现改为实业部西北种畜场）牲畜种类一览表》，秦孝仪主编：《革命文献》第八十九

辑《抗战前国家建设史料——西北建设（二）》，台北中华印刷厂，1981年，第589-590 页；汪国舆：《三游甘坪寺有

感》，《畜牧兽疫月刊》1945年第5卷第9-10期。

④马鹤天，胡大浚点校：《甘青藏边区考察记》，第110页。

⑤《畜种改良之充实拉卜楞西北种畜场》，甘肃省档案馆藏，档案号：30-2-449；《李弘关于送甘坪寺种畜场简略概况

的呈》（1939年7月20日），甘肃省档案馆藏，档案号：27-2-132。

⑥参见毛光远：《民国时期边政的窘境：西北种畜场与夏河藏区社会》，《青海民族研究》2015年第2期。

⑦《甘肃省农业改进所关于报甘坪寺种畜场放牧困难情形的呈》（1940年3月17日），甘肃省档案馆藏，档案号：27-

2-133。

⑧《甘肃省农业改进所甘坪寺种畜场关于报经办融洽民情牛马牧草情形的代电》（1940年5月6日），甘肃省档案馆

藏，档案号：27-2-133。

⑨《黄正清的回忆》，《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30辑（《黄正清与五世嘉木样专辑》），甘肃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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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流行带来的损失，获得了藏民的一些信任①。虽然佟树蕃艰苦勤勉，但迭因经费和人事等方面的限

制，仍无法力挽颓势②。
甘南藏区牧业发达，南京国民政府将牧业示范建设的目光投向夏河县甘坪寺一带，设场经营十一年

之久，在百般困难中尽力工作，为边疆社会的牧业建设做出了一定贡献。将中央直属的改良场设于甘南

藏区，表明甘南藏区这一边疆社会早就进入国家规划边疆建设的蓝图之中，但最后因各种原因未能取得

满意的成效。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国家对边疆社会的认识尚显不足，不能有效地处理与地方社会的

关系，无法获得边疆民族的足够信任和支持。

结 语

畜牧业是甘南藏区最主要、最可资开发的经济产业，正因如此，地处边徼的它才从未被漠视。甘南

藏区所在的安多藏区被称为“马区”，畜牧资源相当丰富，在全国牧业经济中占据重要地位，并且还能彰

显边疆因素。在广袤的蒙藏牧区，青海玉树以西藏区的皮毛多经印度销往外国，利润为外商攫取；玉树

以东藏区的皮毛大半经天津、上海等港口销往外国。藏边地带的畜产品在丝茶贸易日渐衰落的背景下，

成为了对外贸易中的大宗之一。九一八事变后，中国边疆危机日深，畜牧经济大受影响，随着日本势力

向内蒙古东部渗透和蒙古王公自治运动的高涨，西北蒙藏地区的皮毛大量滞销，既严重影响了国家经

济，又不利于缓解边疆危机。西北开发的热潮应运而生，包括甘南藏区在内的安多藏区畜牧资源的开发

成为重要内容之一。在安多藏区畜牧产品的运销中，青海湟源、甘肃拉卜楞和临潭旧城是三大重要集散

地，青海湟源受马家军阀控制，利益亦多由其所占，而拉卜楞和旧城属国民政府中央直接控制的甘肃省，

成为南京国民政府强力渗透的重要地区。随着抗战日亟，甘南藏区成为国民政府努力建设和控制之区，

故而发展该地畜牧业的边政建设具有控驭边疆的重要意义。

甘南藏区是边疆建设的重点区域，开发该地丰富的畜牧资源很早成为牧业建设的典范。自1930年

代初，陆续有中央官员、技术人员和专家前往甘南藏区进行牧业调查，发现该地畜牧条件优良，但病疫严

重，有畜种不佳和管理不善等问题。国民政府遂从兽疫防治和改良畜种两方面入手，加强牧业的示范建

设。1934年，卫生署设西北防疫处于兰州，在夏河和临潭增设派出机构，组织医疗队伍进行巡回防治。

在投入人力物力时，他们努力提高牧民防疫意识、开展防疫实践等，但效果并不明显，相沿已久的本土兽

疫防治仍占相当比重。1934年，全国经济委员会在夏河县甘坪寺设西北畜牧改良场（后改西北种畜

场），计划引进外国或外地优良种畜培育适合当地的优良品种，但因经费、人事及其与地方社会关系之种

种限制，这一牧业示范建设成绩不佳，将外国品种与本地品种进行杂交改良的工作迟迟未能开展起来。

这些中央直属机构及人员配设在国家权力尚未深入的甘南藏区，自上而下开展牧业建设，给地方社会带

来了种种不适，以致引得当地藏民强烈抵制。新的兽疫防治和改良畜种本来符合当地实际需要，但其暂

时性和战时性使其无法达到理想状态，它们与相关的地方性知识和技术彼此交叠，新旧杂陈。甘南藏区

的牧业建设，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了当时南京国民政府在边疆地区施行边政所遭遇种种困境的一个缩

影。不过，兽疫防治和畜种改良给甘南藏区这一边疆社会带来了现代牧业建设的知识和理念，一定程度

上推进其现代化进程。

（责任编辑：徐定懿）

①《各种畜场农场推广所工作报告摘要》，《甘肃农推通讯》1943年第2卷第1期。拉卜楞直属区党部书记绳景信亦

记载了佟树蕃取得的成绩。绳景信：《甘坪寺草地工作纪实》，《边疆通讯》1945年第3卷第7期。

②蔡无忌、何正礼：《中国现代畜牧兽疫史料》，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56年，第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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